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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

马广海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

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

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

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

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

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

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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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改革以来的社会转
型期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
“大众抗议事件”已经从１９９３年的８７００起，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８７０００起。而２００９年，全国则发生了近９
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研究者相信这其中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大众对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的不满。［１］笔
者通过对２００６年的ＣＧＳＳ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被
调查者对“在过去五年中你身边是否发生过集体上
诉、请愿、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问题的回答结果
是：在总数为９５１７人的样本中，有１０６０人回答
“是”，占１１．１％。也就是说，仅就该调查资料来看，

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在过去的五年中经历过群体性

事件。另外发现，在９５１７人的样本中，曾作为群体
性事件组织者的有１４人，有９６人曾参加过活动的
酝酿过程，而作为普通参与者的有１５３人等。虽然
这些数字就其绝对数量来说都不是很大，但是，如果
能将这个不到一万人的样本放大到１３亿多人口的
全国的话，其规模一定是相当惊人的。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我国社会在转型
期积聚了诸多急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

往往又是与特定的社会心态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因
此，对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成了近些年来群体
性事件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这方面的很多研究
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的做法。一些研究者经常把群
体性事件的产生简单地归因于某种或某几种社会心

理现象，如“相对剥夺感”、“仇富心理”等等。我们认
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确定群体
事件与某些社会心理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在群体
性事件的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尽
量全面地考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环境或社

会心态背景，并通过这样的考察来把握和了解当前
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心态状况。

一、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性事件

属于“集体行为”的范畴。集体行为（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在我国又被译作集群行为、聚合行为、集合
行为等。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集体行为是自发产
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

它的发展趋势没有计划，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
激”。［２］（Ｐ１７６）在西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界，对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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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着重强调的是它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正如
波普诺所说：“各种社会行为可以排列成一个最有组
织性到最没有组织性这样一个等级序列，而我们应
从最没有组织性这一头来考虑集体行为。”［３］（Ｐ５６７）

“它包括人们成群向银行去挤兑；剧场里火警之声大
作，观众仓皇逃脱；在一部分人中兴起某种一时的爱
好（跳呼啦圈舞和滑板风行一时）；群体发财之梦（当
年在法国与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开发公司有关的股
票投机狂潮）；充满敌忾且又无组织的示威行动；暴
乱；群 体 行 为；服 饰 的 流 行 以 及 宗 教 的 狂 热
等。”［４］（Ｐ２３１－２３２）

在对此类现象的研究中，虽然我国学者基本是
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行为理论为解释框架

的，但是多数学者并没有沿用西方学术传统上的术
语“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是采用了中国学术
界特有的“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这种术语使用上的
不同，标志着我国学界在集体行为问题的研究上形
成了重要的本土化实践。在这个实践中，研究者在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表现形式、产生原因等方
面，都发现了与西方学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为的
诸多差异，提出了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关于群体性
事件的一些重要观点。

“群体性事件”这一说法，最初见于官方的一些
文件之中，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常
常与“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
性治安事件”等混用。［５］官方文件中较早对群体性事
件做出界定的是２０００年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
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该文件使用了“群体性治
安事件”的提法，并将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
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①

很明显，这种界定认定了群体性事件的违法性和反
社会性。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社会治安视角下的
群体性事件定义。这种定义的特点，就是将社会转
型期由复杂的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简单地
与一般的影响社会秩序的社会治安事件相等同。在
这种视角下，甚至有人将群体性事件称为“社会敌意
事件”。②在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００４年制定的《关于积
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文件
中，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与公安部的观点有所不同，

该文件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
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
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

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６］比之于
公安部关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界定，该定义一方面
淡化了“危害公共安全”等所谓的社会危害性，另一
方面还指出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它肯定了群
体性事件是产生于“人民内部矛盾”，并且强调了“群
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这样，该定义其实已经
暗含了对其产生原因的合理性的承认。但是，该定
义仍然认为此类事件是具有“非法性”的。总之，在
政府的官方文件中，群体性事件的“非法性”是其基
本特征，故群体性事件首先是社会治安整治对象。

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界，对
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与官方的认识有较大的差别。学
者们更注重从群体性事件的客观状态、存在形式等
方面进行描述，而较少对其做违法与否等性质上的
判断。如邱泽奇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为达成某种目
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

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诉求的
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
路线或公共场所等”。［７］向德平等指出，“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既定社会规范
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
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８］王国勤则从与群体性事件
相关联的概念谱系的角度，提出了对此类现象的独
特的理解。他认为，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群体性事
件、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在中国当前各
类研究社会矛盾或冲突的文献中，构成了一组具有
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其中，每一个概念又往往包含一
系列的子概念。在中国的情境里，一味强调群体性
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种事件同一
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经验
上或学理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基于利益表达的
集体行动”是一个当前更适合研究者之间进行对话
或交流的、具有统摄性、规范性和学理性的概念框
架。［９］

我们认为，官方文件中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
治安视角的理解，体现的是一种政府的“维稳”立场，

这种视角的界定，使得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更
容易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或措施。因此，官方文件
的界定应该属于一种便于实际工作的“处置指向”的
定义。而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更强调对于
群体性事件产生原因的探讨，倾向于探讨群体性事
件的客观本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种种社会因素在群

体性事件中的影响作用等。可以说，这是一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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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的定义。而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指
向”的理解来考察与当前群体性事件相联系的社会
心态问题。

二、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主要社会心态反映
社会心态指的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

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
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等社会心理
的动态构成部分。［１０］也就是说，社会心态是对于社会
变迁过程或社会运行状况的一种即时、动态的直接反
应。它表现为人们对于当前各类重大社会现象的认
知评价、情绪、情感反应及行为意向等。所以，社会心
态经常被看成是反映“民意”、“民心”的“晴雨表”和
“风向标”。我们知道，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经
济改革，将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历史时
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新旧社会规范的更
替、社会运行机制的变革以及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等，导致了整个社会张力的不断增大。这种社会变迁
状况也必然地反映到当前的社会心态之中，而其中对
于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则构成了我们社会中
近些年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基础。从
本研究的实证调查和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中，我们发
现，透过群体性事件所反映出来的转型期社会心态，

主要表现为以下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

第一，由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所导致的失
衡心态。

“心态失衡”或“社会心态失衡”是近些年人们经
常使用的一个术语，但却极少有人对其概念内涵进
行明确的辨析和阐述。由于“心态／心理失衡”以及
“心态／心理平衡”都不属于传统的西方心理学概念，

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它是
中国学术界独有的用于描述某些心理现象的术语，

所以人们经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或依据语境的不同随

时变换其概念内涵。检索各种讨论心态失衡的文献
可以看到，人们经常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
概念的：第一，把心态失衡作为一种“原因”或“自变
量”来看待。此时，往往意味着心态失衡是需要矫正
的非正常的（ａｂｎｏｒｍａｌ）心理状态，如“心态失衡是导
致贪污腐败的心理动因”；第二，把心态失衡看成是
某种“结果”或“因变量”。在这种意义上心态失衡就
意味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主观反应，如“贫富差距悬
殊导致社会心态失衡”。本文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
用“心态失衡”或“社会心态失衡”概念的，即把心态
失衡看成是对特定社会现象的主体反应状态。

至于心态失衡的具体表现形式，当前的各种文
献中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表述，人们经常把嫉妒、愤
慨、仇恨，牢骚满腹、消极怠工等看成是心态失衡的
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应该说这些理解是有一定的
根据的，也揭示了心态失衡的某些具体表现。但作
为一个学术概念，无论是考虑其学理上的内涵意义
还是考察其实践上的行动特征，都需要在一定的限
制条件或理论框架下进行。否则，失去了意义边界
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作为学术概念的资格。在各种心
理学理论中，亚当斯（Ｊ．Ｓ．Ａｄａｍｓ）的公平理论（ｅｑ－
ｕ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是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心态失衡
问题的重要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心态失
衡概念的有益的理论视角。作为一种激励理论，公
平理论强调的是，员工通过种种社会比较认为自己
所获得的报酬是公平的时候才会感到满意，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才会受到激励；而当员工不能够获得这
种公平感时，则会体验到紧张不安、苦恼、焦虑，或表
现为满腹怨气、消极怠工等。可见，该理论所说的对
于不公平的感受正是我们现在语境中的心态失衡现

象。因此，我们认为心态失衡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
条件就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
比较机会的存在。所以，本文认为心态失衡或社会
心态失衡就是指人们在一种社会比较环境中，认为
自身利益遭受了不公正的损害或被剥夺时的主观心

理感受。由此产生的社会认知和情绪反应一般都是
消极的、否定的。

在当前我国社会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中，这种失
衡心态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根据于建嵘的研究，群
体性事件中的“维权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
件的主要类型，此类事件约占目前全国群体性突发
事件的８０％以上。［５］分析这一类群体性事件就会发
现，它们往往都是在人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情况
下的“无奈之举”，其参与者的诉求和行动都强烈地
指向社会公平。如２０１１年８月杭州的出租车罢运
事件，据《南方周末》报道，其中一位司机算了这样一
笔账：“一个班次的收入大致在５００块，份子钱上要
交２２０元，油费２００元左右，这样下来一天收入只剩
七八十，再除掉吃住等花销，几乎所剩无几。虽然这
次停运会造成损失，但司机们表示‘这样做也是实在
不得已’。此前出租车司机方面已向运管部门多次
反映，但半年来一直未有满意的结果。”③

针对这一事件，我们曾经访谈过本地的出租车
司机，请他们谈谈对罢运事件的看法。虽然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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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与其中，但他们对罢运事件却表示十分理解。

访谈中出租车司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凭什
么？”———“凭什么还要有个出租公司管我们？”“凭什
么公司要收那么高的份子钱？”“凭什么让开车的养
着那么多不开车的？”等等。出租车司机的质疑既表
达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和愤慨情绪，也体现出了他们
因社会不公正、不公平所导致的失衡心态。

在其他的群体性事件中，如由于征地补偿标准
过低或拆迁利益受损过大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

这样的心态失衡状况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心
态失衡是众多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突出的社会

心理现象。试想，在一种心境平和、情绪怡乐的心理
状态下，人们参与到维权抗争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可
能性是极小的。

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心态失衡状况除了在群
体性事件中有集中而明显的表现以外，它还普遍地存
在于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之中，这就是被许多的研究
所证明的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相对剥夺”或“相对
剥夺感”。它构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心
理背景。相对剥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是指人们通
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

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因此，可以把相对剥夺看成是
心态失衡的另一种表述，或者说相对剥夺是心态失衡
的表现形式之一。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相对剥夺常
常被看成是“内乱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为的一个普遍
原因”。［３］（Ｐ５７１）较早对我国相对剥夺问题进行研究的
学者邓东蕙等人的研究（对江苏不同地区的调查）表
明，在社会转型期，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是相对富庶的苏南，还是相对落后的苏北，由于
期望水平及参照群体的不同，人们都会各自产生不同
形式和不同内容的相对剥夺感。［１２］

我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在创造了巨大社会
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客观上为
人们提供了诸多进行横向比较的机会。特别是在分
配领域里严重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

贫富差距，更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直接根源。大量的
研究表明，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
一，而且还是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正
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时
下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
犯罪率上升、第三位的官员腐败问题。”［１］

笔者２００９年参与的一项调查发现，收入差距过
大和收入分配不公被人们看成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平

现象。（见图１）

图１　人们对当前收入差距的判断（％）

上图显示，在从山东省５城市内抽取的１２１４人
的样本中，认为当前收入差距“很大”和“较大”者分
别为，５４．８％和３０．０％，也就是说，认为收入差距过
大的人数总体比例接近８５％。

而下图则显示，在各种不公平现象中，人们对收
入分配不公平的感受最为强烈，认为当前社会中收
入分配不公平的比例“独占鳌头”，高达６４％，远远
超过其他选项的比例。（见图２）

图２　民众眼中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调查资料还显示，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导致
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有３５．６％的被调查者
认为自己收入偏低，劳动付出与收入所得不相符；３７．
６％的人认为单位同事之间同工不同酬，收入分配不
合理；４７．９％的人认为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
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感到不合理。调查中有３３．３％
的人认为当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非常严重，有４４．３％
的人认为比较严重，两者合计，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
现象严重者的比例占７７．６％。（见图３）

图３　民众认为不公平现象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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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当前的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社会
心态失衡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的。社会
公正、公平的缺失是产生社会心态失衡的根本原因，

而失衡的社会心态不仅集中的表现在群体性事件

中，也普遍的存在于社会的不同群体之中。它成了
各种形式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心态背

景。

第二、基于阶层分化的社会冲突意识和对立情
绪。

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转型期还是一个社会阶层

急剧分化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分化过程中，由于社
会公平、公正的严重缺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社会阶
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基于利益矛盾的社会冲突意

识。它具体表现为上层社会群体对于下层群体的歧
视、排斥以及社会下层群体对上层群体的对抗、愤怒
等情绪。

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中，这种阶层间的冲突、对抗
心态都有明显的表现。例如，有的地方因企业兼并
导致工人打死经理；还有的地方因市场管理员冒充
公务员而引起民众的愤怒和殴打等等。我们不能孤
立地把这些事件看成是普通的刑事案件或社会治安

事件。究其实质，它们所表达的不是社会个体间的
恩怨情仇，而是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利益上的不同
阶层之间的对立、对抗和冲突。它们体现的是不同
社会阶层在利益抗争中的态度和情感。从众多的群
体性事件中我们看到，在权力阶层与无权阶层之间、

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最容易产生严重的冲突
和对抗心态。因为，正是在权利和财富领域最容易
形成对社会下层群体利益的剥夺和损害，严重的社
会不公正和不公平大多是由权力和财富的控制者制

造的。在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极易
产生如詹姆斯．Ｓ．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ｌｅｍａｎ）所说
的“充满敌忾的群体行为”。［４］（Ｐ２５９）而在这样的群体
行为中，阶层冲突和对抗心态以及消极泄愤情绪也
是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的。

以发生于２００８年６月贵州省“瓮安６．２８”事件
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④就十分典型地表达出了这
种社会冲突意识、对抗心理及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
心态。

按照集体行为研究的概念谱系，瓮安事件是一
种典型的暴民（ｍｏｂ）式的行动群众（ｃｒｏｗｄ）。“行动
群众经常是愤怒而怀有敌意的，他们的活动违背习
惯的规范。”［３］（Ｐ５７８）打、砸、抢、烧等极端的暴力方式

是参与者的临时行动规范。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
正是于建嵘所称之为的“社会泄愤事件”。于建嵘认
为“泄愤事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这些事件主
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
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
的冲突过程非常短。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
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

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
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
他事件的最为主要特点。第三，短信和网络传播的
各种信息，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产生较大
的社会影响。［１２］

瓮安事件的“泄愤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参与者
与最初的事件原因的无关性上。特别是那些积极参
与打砸抢烧行动的人，绝大多数与事件的起因没有
什么关联。据目击者称，当时在该县城聚集了近万
人的庞大规模，这么多的参与者不可能都与事件本
身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参与打砸活动的目
的主要就是借题发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而这
种情绪发泄的结果是：在将近７个小时的骚乱中，共
造成县委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１０４间办公室被烧
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４７间办公室、４间门面被烧
毁，刑侦大楼１４间办公室被砸坏，４２台交通工具被
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１５０余人受伤。全县４３
万人口的户籍资料被全部烧光，一张纸都没有剩。⑤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把泄愤
和冲突对象锁定为政府的情况屡见不鲜，已经成为
近些年来群体事件的重要特征之一。除了瓮安事件
之外，还有“重庆万州事件”（２００４年）、“安徽池州事
件”（２００５年）、“四川大竹事件”（２００７年）、“浙江瑞
安”事件（２００６年）等等，它们都是以政府或政府官
员为冲突和泄愤目标的。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高
度重视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不顾后果地参与到“暴
民”行动之中呢？我们认为，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
来看，许多群体事件中的冲突和泄愤行为是人们长
时间积累起来的消极社会心态的集中爆发。如果说
在正常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心态失衡”或“相对剥夺
感”是弥散性的、非极端的社会心态，或如有学者所
说的是一种“抽象愤怒”的话，［１３］那么，在骚乱或群
体性事件中的冲突和泄愤行为则有可能是由这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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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态转化而来的，而这种转化的基础就是长期积
累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和疏导，蔓延成为大规
模的社会骚乱事件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的学
者将瓮安事件的爆发原因称之为“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这是不无道理的。［１４］

这就是说，社会冲突意识固然是通过群体性事
件得到充分的暴露和表现的，但其实它也是当前转
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态。这一点已经被
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例如，张翼的研究发现，在
贫富之间的冲突感知中，有超过９０％的人认为贫富
阶层之间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１５］

翁定军的研究也发现，贫富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嫌贫爱富”和“嫌富怜贫”倾向。［１６］与贫富阶层之间
的状况相似，在干群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意识。

特别是由于官员贪腐、钱权交易、以权谋私等现象的
大量存在，使得民众对当今官员干部阶层有着强烈
的不满情绪和十分消极的认知评价。打开网络上的
跟帖评论，对于官员干部的消极评价甚至恶语相向
现象随处可见。而反过来，由于一些所谓的“钉子
户”、“上访户”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使部分官员对
群众产生了“刁民”、“愚民”等标签化印象。所有这
些都是当前社会冲突对立意识的重要表现。除上述
各方面之外，其他在城乡之间、劳资之间等也都存在
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形式多样、持续不断的
冲突意识和对立情绪。同社会心态的失衡一样，它
们既是通过群体性事件表达出来的转型期重要的社

会心态现象，也是当前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的社
会心理背景。

第三，因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而产生的社会信
任缺失。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一个社会的
社会信任状况，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中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存量的大小，关系到社会成员的认同
和社会的整合程度。自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信任
问题日益凸显。正如郑杭生教授所说：“随着社会结
构的转型、体制和制度的变迁、群体和组织的解体和
重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包括公众对政府的信
任、公众对他人的信任）遇到了很大的挑战。”［１７］总
体上来说，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是当前转型期社会
心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当前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中
这一特征也具有突出的表现。

与群体性事件联系最为密切的是群众与政府之

间的信任关系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是群众对政府
的信任的问题。众多事实表明，在群体性事件中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缺失，既是民众集体行动的一种社
会心态表达，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重要的催化
因素。还以瓮安事件为例，我们看到，瓮安事件之所
以最后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骚乱，一个直接
的原因就是对于该事件中的女中学生死亡原因的鉴

定没有得到家属的认可，并在县、市、省三级法医鉴
定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传言。例如，被指认为“元
凶”的三个人有的被认为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或是
副县长的孩子，有的传说是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亲戚
等。还有传言说县公安局县要给家属２万块钱私
了，要强制掩埋尸体，并曾多次抢夺尸体，企图破坏
现场掩盖事实等等。在群体性事件中产生谣言、传
言等本来是十分普遍的，而且群体性事件中的传言
多数是无根据的、不可信的。但引起我们思考的是，

为什么家属对孩子死因的疑问和社会上的种种传言

直接指向的都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什么关于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传言能够被多数人相信？从这个

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地政府及政府部门自身公信力
的下降是导致民众对地方政府极端不信任的根本原

因。

其实不仅仅是瓮安事件，可以说凡是涉及到与
政府和政府部门有关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几乎都能
从中看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现象。例如，２０１１年

７．２３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网民在网络上的
反应可以说是一场典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⑥而在
这个事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几乎达到了空前
的程度。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铁道部扮演了极不受
民众信任的政府角色，广大网民在网络上发起了一
波又一波质疑和问责的浪潮。铁路部门关于该交通
事故的所有处置措施和对外公布的消息都遭到了人

们的批评和质疑。人们不仅怀疑铁路部门仓皇间对
社会解释的事故原因的可信性，更怀疑他们所采取
的一些救援措施的动机，甚至被认为是“掩埋证据”

或“草菅人命”等。⑦ 为什么民众的质疑如此强烈？

为什么人们的反应如此愤怒？这显然与此前铁道部

高官的贪腐落马以及动车、高铁接二连三发生了一
系列事故有关。人们曾经满怀喜悦和兴奋之情迎接
动车、高铁时代的到来，但惨痛的事故却打破了人们
美好的向往，铁道部及铁路各部门的公信力一夜之
间几乎丧失殆尽。

所谓公信力（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指的是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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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机关、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信任度和认可
度，或者说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某种特定权力的角色
形象和言行的认同度。政府公信力主要表现在社会
成员对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认可度，对政府部门做
出决策的承认度和支持度，对政府所倡导的价值的
拥护度，对政府权威的尊重度和依从度等方面。由
此可知，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否是取决于政府自身
公信力的大小或有无的。当政府的公信力高时，民
众对政府的决策就会支持，对政府部门行使权力就
会认可，对政府传递的信息会采取信任的态度。反
之，则会对政府的政策、信息持否定的或不信任的态
度。显然，从以上两起群体性事件中我们看到，民众
之所以对政府缺少信任，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自
身公信力的降低和丧失。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性
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问题实质

上也是政府的公信力危机问题。一个丧失或削弱了
了公信力的政府或政府部门，针对已经发生的群体
性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的调查和处理，无论其主
观上如何希望做到客观和公正，都很难获得人们的
普遍认同。而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
己的既定政策，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搪塞公众的做
法，则会导致更多的猜测和质疑，从而导致治下地区
更加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学者所提出的“群
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的观点，是不无道理
的。因此，如何重建政府的公信力，如何提高民众对
政府的信任度，化解官民矛盾，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政
府公众形象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对群体性事件的积
极预防与合理有效处置的重大问题。

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或丧失，不仅导致了民
众对于政府信任度的下降，而且还导致了整个社会
信任危机的发生。如果我们把各种社会信任关系看
成是不同的“轴”的话，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无疑
是整个社会中具有主导作用的主轴。这个主轴强烈
地影响甚至规定了其他社会领域里的信任关系。在
我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一方面，民众用几十年时间
建立起来的“相信政府”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另一
方面，改革以来的种种社会现实又不断地挑战着人
们的这种信念。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政府官员的贪
腐问题。多少官员曾信誓旦旦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的
干部，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巨
贪！某省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全因贪污腐败而落

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任厅长上任都有“廉政名
言”，有的甚至还写血书发誓“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

一件事”。但结果却是贪腐数额从几十万到上百万，

再到几千万，一任比一任贪得多！尽管我们一再说
是“个别党员干部如何如何”，但事实是类似的事情
早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政府
的这一信任主轴不可能不受到严重损毁，而这一主
轴的损毁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领域里的种种信

任关系。在今天，不论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还是医
院与患者之间、不论是劳方与资方之间还是公众与
慈善机构之间，似乎都难以建立起应有的信任关系。
“没真事”、“没正事”、“什么都别信”等不仅成了许多
人的口头禅，而且也成了许多人对待当今社会的现
实态度。

总之，在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对政府部门
的不信任现象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典型
地折射出了当前社会信任问题的基本状况以及与此

相关的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

三、结语：一个简要的动力学分析
需要明确的是，以上几个方面并不是当前群体

性事件中呈现出来的社会心态的全部内容，也不是
社会转型期所有的社会心态。它们只是从群体性事
件中反映或折射出来的当前转型期几种主要的或典

型的社会心态状况。但是，很明显，这几种社会心态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具有明显的动力学作用

的。

首先，社会心态的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储
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

众多研究表明，在心态失衡的状况下，人们更倾
向于从消极的方面对社会现象进行认知和判断，产
生严重的社会认知偏差，激发消极否定的情绪、情
感，诱发参与集体行动的冲动。被称之为“码头工人
哲学家”的社会运动研究专家埃里克·霍弗（Ｅｒｉｃ
Ｈｏｆｆｅｒ）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曾经指出，所有群众运
动的初期追随者都是以失意者（ｔｈｅ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居
多，而失意者一般都是自愿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的。

他力图证明的假定之一就是，即使没有外来的煽动
游说力量，失意感本身即足以产生“忠实信徒”所特
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并且失意者最乐意看到世界
的遽变。群众运动是失意者的一种替代品，不是替
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
勉强忍受的元素。［１８］（Ｐ１８－３４）

霍弗的研究说明，失意者比赤贫者更具有参与
群体行动的动力和热情，失意才是群众运动的主要
动力。霍弗所说的“失意者”其实就是生活中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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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者”。从我们对心态失衡是源于对社会不公正或
相对剥夺的反应的界定来看，心态失衡也就意味着
生活的挫折（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心态失衡者也就是霍弗所说的失意者。社会心理学
的经典理论挫折—侵犯（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理
论早就指出，挫折与侵犯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
的联系。［１９］（Ｐ３３９）不论是处于不公平、不公正的境遇当
中，还是在利益被剥夺（相对的和绝对的剥夺都存
在）的情况下，人们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失意感或挫
折感。而此时参与到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中
去，很可能就成了人们消除挫折感和获得平衡感的
最直接而有效的选择。

其次，冲突与对立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边界激活作用，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持续发展
提供了直接动力。

如上所说，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和对抗，并不是
参与者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究其实质，它反映的是
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和对
立情绪。而这种冲突和对立则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阶层或群体之间冲突意识的存在，意味着我们
的社会中诸多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了“我们—他们”边
界，而这种边界的形成往往又会进一步促进群体之
间的冲突和对立。按照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关于集体暴力形成机制的观点，这种作用就
是社会冲突中重要的边界激活（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机制。［２０］（Ｐ２３）即人们因为各种原因被客观或主
观地划分为相互对立的社会群体，形成“我们—他
们”的边界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激活则会促进伤害性
互动的发生。正如蒂利所指出的那样，一些本来在
某一点上对社会生活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

边界，在某种条件下很可能迅速成为群体间互动的
显著基础。以至于那些这个月还和平相处的不同类
型的人下个月却开始跨过边界进行杀戮。［２１］（Ｐ１３９）可
见，社会边界的形成是社会冲突的前提。而具有冲
突对立意识的社会边界又随时可能会发生边界激活

作用，从而成了推动群体性事件的动力引擎。

最后，社会信任尤其是民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
缺失使得对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大为削

弱。

上述蒂利所谓的边界激活机制发生作用的一个

重要条件是群体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关系。因此，

反过来说，如果群体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这种信任也将成为控制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机制。进
一步说，即使是具备了其他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条件，

只要群体之间存在着足够的信任，那么，群体性事件
也可能会被制止或能够将其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

内。尼尔·斯米尔塞（Ｎｅｉｌ　Ｊ．Ｓｍｅｌｓｅｒ）关于集体行
为的价值累加理论认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能够
防止、抑制和疏导其他因素的累积力量，它可以把集
体行动的发生降低到最小程度，也可以在集体事件
开始后决定它的方向和行动范围。［３］（Ｐ５７４－５７５）政府与
民众的信任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

控制因素，或者说它是有效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必不
可少的先决条件。而目前许多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
来的通常都是民众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高度不

信任状态，因此，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
处置效力大打折扣，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更为激
烈的矛盾和冲突。

关于以上分析，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是要构建
一个系统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动力学体系，更
不能把上述内容看成是一个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

动力学解释模型。它们只是在群体性事件从酝酿形
成到发生发展的复杂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社会心理

节点。或者说，我们所考察的仅仅是群体性事件的
社会心态侧面。众多的研究表明，集体行动的产生
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种种
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共同酿造了对社会生
活影响广泛而深刻的各种群集体性事件。关于群体
性事件或集体行动的研究还有许多亟待深入探讨的

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尔曼指出：“在集体
行为这一领域，无论在理论发展还是实际研究方面，

都将大有可为”。［４］（Ｐ２３２）

注释：
① 公安部文件：《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２０００

年４月５日发布。

② 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教授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

等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

③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１８３６，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④ 限于篇幅，这里不对此事件做具体的描述，关于事件的详细情况

请参见当时各媒体的相关报道。

⑤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８年０７月０８日０９：４７，

新世纪周刊。

⑥ 这里指的是在网络上由众多网民参与并针对某一现象集中、充分

地表达意见、传递各种信息的事件。类似于集体行为中的信息传

播式的集体行为类型。

８７



⑦ 关于网民对该事件的反应可查阅当时个网站的报道以及网民的

跟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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